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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公众获得感已成为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获得感的影响机制是一个极具理论和
现实意义的话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实实在在的物质“成果” （即政府施政的结
果）来解析公众获得感的差异，然而，系统地考察机会享有（即政治过程的参
与）对获得感的影响还鲜有其人。事实上，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公众的政治参与是否
影响获得感？具体有何作用？此外，政治参与存在不同类型，体制内参与和体
制外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是否完全相同？上述困惑尚未得到学界的系统讨论和
实证分析，存在较大的学理探讨空间。鉴于此，论文在具体研究中将政治参与
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利用中国社会状况调查（ＣＳＳ）的混合截面数
据，对获得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体制外参与（包括网络参与和线下参
与）不论是行为还是意愿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降低公众获得感；相反，体制
内参与（基层选举）的行为和意愿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提升公众获得感；另
外，公众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在作用方向上存在一致性。论文
紧扣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主线，进一步揭示出获得感的影响机制，从过程性视
角重塑了对获得感生成逻辑的既有认知。据此，在未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应
更为重视政治参与的作用，不断健全和完善公众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生活
的途径，减少和降低公众试图在体制外寻求参与的行为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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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获得感已成为衡量政府施政效果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
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
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不过，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衍
生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诸多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可能危及公众的政治信
任和支持（苏毓淞等，２０２１），从而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建设，不断优化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坚持改
革成果为广大民众受益的原则。提升公众的获得感、保障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
展的成果，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因而，探究公众获得感提升的影响因素无疑是当
下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例如，在宏观政策领域中，党的十九大报告
便明确提出发展民生等多项措施以提升人民获得感（习近平，２０１７）。

当然，“获得感”并非舶来品，而是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学术概念。２０１５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标志着“获得感”首次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话语体系（李鹏、
柏维春，２０１９；谭旭运等，２０２０；王浦劬、季程远，２０１８），之后，此概念迅速
成为社会的流行用语。在学理层面，“获得感”也开始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在
多方面被讨论，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谭旭运等，２０２０）。在某种意义上，
“获得感”可被理解为公众基于实际获得而产生满足的积极心理态度（叶胥等，
２０１８）。获得感与幸福感虽然在概念内涵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获得感并不完
全等同于幸福感。获得感侧重于个体心理的主观感受，是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
上的主观评价，实现了主客观评价的有机统一（曹现强、李烁，２０１７；吴怡萍、
闵师，２０２１）。尽管学界对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以及定义等已产生较为丰硕的成
果，然而，在获得感生成逻辑的讨论方面却远远不够。

梳理既有文献，不可否认，相关实证研究已从不同方面对获得感影响因素
进行了有益探索（侯斌，２０１９；马红鸽、席恒，２０２０；王积超、闫威，２０１９；
吴怡萍、闵师，２０２１；赵晶晶等，２０２０）。不过，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方面，对获得感生成逻辑的分析主要围绕政府的惠民措施以及该施政产生的
客观绩效。此类研究侧重实实在在的“成果”，即结果性因素对获得感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该领域还鲜有学者意识到过程和机会性因素可能对获得感产生
的作用。另一方面，就研究视角而言，目前学界分析获得感影响因素的维度也
相较单一。相关研究往往仅从政府层面着手，严重忽视政府的施政对象———社
会公众的视角，特别是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双向维度可能会对获得感产生的影响。
政治参与不仅属于“过程性因素”，而且在研究视角上充分体现出官民互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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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治信任等涉及政府评价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参与等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行
为对信任感知具有显著的作用（杨鸣宇，２０１３）。这自然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公
众的政治参与是否也可能是较高获得感的来源之一？在逻辑上，政治参与能加
强公众与政府的联系，加深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和认知，从而有助其对政府施政
的客观绩效形成较为公允的判断，进而影响获得感。

不过，对“政治参与影响获得感”这一研究议题，学界还知之甚少，尚缺
乏针对性研究，实证层面的系统讨论也更为鲜见。此外，考虑到政治参与存在
不同的形式，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是否可能有所不同？对
上述问题进行学理解释的研究仍相对匮乏，亟待相关实证研究的讨论。基于上
述因素，本文利用混合截面数据，对政治参与和公众获得感间的关系进行实证
检验。本研究有助于形成对获得感更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丰富既有研究对提升
获得感的路径解释；在理论层面为提升中国公众获得感提供更多实证证据的支
持，同时还能有益于增强政府和公众对政治参与重要性的认识。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参与：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
政治参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广义上指公众通过一定方式去影响公共决

策过程的政治行为（Ｑｕｉｎｔｅｌｉｅｒ ＆ Ｖａｎ Ｄｅｔｈ，２０１４），即“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
公共政策的行动”（米勒等，２００２：６０８）。西德尼·维巴等（２００２：３８）将政治
参与明确界定为“一种试图或实际上影响政府行为的活动，包括直接影响公共
政策的制定或执行，以及间接影响制定政策人士的选择”。在国内学界，其含义
有时也大致等同“公众参与”。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不断发展的产物，参与的激
增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鲜明特点。有关政治文化的经典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
（２００８）将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三种基本类型。在他们看
来，只有参与型文化才是最符合现代政治需要的政治文化类型。

尽管民主和参与在理论上存在着某种张力，但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似乎已
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１９６５）便指出，所
谓共和制和民主制指的是多数民众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政体类型。从古希腊城
邦民主这一古典时期的民主形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政
治的代名词。近代以来，以政治参与为主要分歧点，西方民主理论逐渐分野为
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这两大基本派别（胡伟，２００７）。一方面，以卢梭
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民主思想家认为，所谓公民指的是“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卢
梭，１９８０：２６），只有公众积极广泛地直接参与政治，该体制才能被称为“民主
制”。毫不夸张地讲，政治参与在卢梭的民主思想中占据了颇为关键的位置（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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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２００６）。然而，直接的政治参与在现实政治中却很难实现，以至于卢梭
（１９８０：８８）也不得不承认，“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
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这是违反自然的
秩序的”。米歇尔斯（２００３）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民主，
所有的民主政治不过是精英统治，因为组织处处存在寡头统治的趋势。另一方
面，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这一当代主流民主范式的框架里，政治参与的地位相
对式微。约翰·密尔（１９８２）① 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理想中
所有公民参与政府的情况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因而，密尔不赞成公民对政治的
直接参与，主张复数投票权、限制选举权的资格。以熊彼特、萨托利等为代表
的精英民主理论也对广泛和直接的政治参与保持谨慎态度。熊彼特强调，选民
大众并不具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进行统治，民主是竞争政治领导权，“人民的任
务是产生政府”（熊彼特，２００９：３９５）。“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
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熊彼特，
２００９：４１５）萨托利（２０１５）同样认为，民主是少数人参与且只能是精英统治。
“选举是决定由谁来做决定……人民是作为选民，亦即从选举权的角度行使他们
的权力。”（萨托利，２０１５：１７９）“所有民主都是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我
们受着代表们的统治，而不是自己统治自己……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
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萨托利，２０１５：４３０ － ４３１）

不同民主理论流派对政治参与在民主政治中的具体地位尚未能达成普遍共
识，不过，相关学者都并不否认参与对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只是对民主政体
下政治参与的具体作用的认知存在差别。共和主义民主强调广泛、直接的政治
参与，而自由主义民主仅强调最低限度和间接的政治参与。针对当今主流民主
理论对政治参与重视的相对不足，２０世纪中叶以后，以阿诺德·考夫曼和卡罗
尔·佩特曼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家强调“参与民主”，批判当代民主理论框架
中参与地位的低微，重塑了西方民主理论的范式（陈尧，２０１０）。在此意义上，
政治参与构成了当今民主政治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中国场景下，政治参与同样重要。就本质而言，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巨大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
断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革命动员型
向自主建设型变迁的复杂过程（王明生、杨涛，２０１１）。进入２１世纪，党和国
家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对公众政治参与越来越重视。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２０１７）总书记切中肯綮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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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主。因此，其多次强调，要“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实践领域，政
治参与的价值也为中国最高决策层所认同。

综上，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不论是西方民主还是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是民主政治的基
本要求。既有研究便指出，公众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参与有助于强化其民主态度
（Ｑｕｉｎｔｅｌｉｅｒ ＆ Ｖａｎ Ｄｅｔｈ，２０１４）。基于中国的治理场景，政治参与在实际政治生
活中能发挥何种作用？特别是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众的获得感有何影响？

（二）政治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
迄今为止，学界就政治参与和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尚未进行针对性论述，也

鲜有实证层面的考察。在应然层面，前文的分析启发我们，政治参与有可能对
获得感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此推断尚待微观证据的检验。此外，我们乐见既有
的实证研究中，已有较为丰富的内容探讨了政治参与和诸如政治满意度、政治
信任等公众政治态度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为本文在微观层面的系统思考提供
了有益借鉴。

然而，以往的实证研究就政治参与对诸如绩效满意度、政治信任等公众政
治态度的影响，观点尚存分歧。一方面，部分实证研究指出，政治参与对公众
的政治态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墨宁发现，基层选举的参与显著提升了中国公
众的政治信任程度（Ｍａｎｉｏｎ，２００６）。李连江认为，政治参与结果影响公众的评
价，正面性结果能维持或提升公众对中央的信任（Ｌｉ，２００８）。还有实证研究指
出，公众基层选举的竞争性与否才是影响公众评价政府的关键（Ｌａｎｄ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高勇（２０１４）比较了吸纳式参与和关切式参与对信任的影响，研究认
为，在同一城市内，公众的社区参与等吸纳式参与行为能显著提升政治信任水
平。祖若水则发现，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政治上边缘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公
众而言，随机接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的在线参与门户网站，能提升其对政府
满意度的评价（Ｔｒｕｅｘ，２０１７）。不过，另一方面，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了与上
述研究完全相反的结论，即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间存在负向关系或两者并无显
著联系。通过对美国选举资料的实证分析，有研究发现，在１９９２年参与佩罗总
统竞选的民众，对政治的信任程度低于全国标准（Ａｔｋｅ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Ｌｅｖｉ ＆
Ｓｔｏｋｅｒ，２０００）。围绕中国特定治理背景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与之类似的结
论。例如，基于中国１２５个地级市的多源数据，马亮和杨媛（２０１９）研究认为，
政治参与和公众满意度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李连江亦发现，若上访行为遭
到基层政府打压，将降低公众对中央的信任（Ｌｉ，２００８）。胡荣（２００７）对农民
上访考察后认为，上访行为会显著降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

简言之，既有研究对政治参与和公众政治态度的关系并无定论，甚至同一
研究在区分政治参与的具体情形后发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之所以出现上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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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自相矛盾的情况，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参与存在不同的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政
治参与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并不能等量齐观。基层选举等参与行为对公众政
治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上访等参与行为却对政治态度产生负面影响。
政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强调，分析政治新闻和讨论的影响时，有必要区分
政治参与的具体类型（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２）。上述内容提示我们，在分析政治参与对
民众政治态度的微观影响过程时，不能将政治参与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类型
的参与行为进行针对性研究。

（三）研究假设
政治参与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类型。根据制度化程度，可以

将参与行为划分为体制内的制度性参与和体制外的非制度性参与（Ｅｋｍａｎ ＆
Ａｍｎ，２０１２）。在政治参与的传统文献里，相关学者主要关注选举等体制内参
与行为。直到后来，抗议、向政府部门投诉、上访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才逐渐
得到学界重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到了２０世纪末期，网络政治参与也开
始受到该领域的广泛关注（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１３）。具体到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不仅对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所涉猎，愈来愈多的文献还对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详加讨
论（黄荣贵，２０１０；陈云松，２０１３；王衡＆ 季程远，２０１７）。例如，胡荣
（２００８）的研究以制度化程度为标准，将“维权抗争”“利益表达”以及“人大
选举”这三类具体的参与行为，在理论上界定为“非制度化”“低制度化”以
及“高制度化”的参与行为。陈云松（２０１３）强调，有别于投票选举等常规的
政治参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指的是公民不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或惯例规
定和允许的渠道，却试图对政府施加影响。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的理论
分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的差异（Ｓａｂｕｃｅｄｏ ＆
Ａｒｃｅ，１９９１）。有鉴于此，本文用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分别指代“制度化参
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对政治参与的不同类型分别讨论。

理论上，获得感属于政治心理范畴。政治参与对诸如政治信任、政府满意
度等政治态度的影响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获得感？基于对上述内容
的考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基层选举等体制内政治参与可能对获得感产
生积极的影响。可能逻辑在于，通过基层选举的参与，公众加强了与政府的联
系，强化了自身的政治主体意识，更易产生较高程度的获得感。同时，公众参
与公共事务时，还能和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扩大社交圈。依据
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政治参与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崔
岩，２０２０）。基于社会资本的角度，政治参与有助于促进公共精神，增进利益表
达，提升政府绩效（高勇，２０１３；帕特南，２００１）。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公众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提升其获得感。
与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影响相反，上访等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行为与获得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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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负向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公众有上述参与行为往往是自身处于不利
或不公的地位，一旦其频繁参与，此类行为将强化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对政
府的不满情绪，故而更容易产生较低程度的获得感。塔罗（Ｔａｒｒｏｗ，２０００）的
研究便指出，那些本身对政府不信任的公众，更可能选择采取极端的体制外参
与行为。除此之外，还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中产生出更多具
有自我表达和政治参与意愿的群体，其政治态度的评价较低。因而随着经济的
飞速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较高批判意识的公众在中国不断涌现，
这些群体更可能采取投诉、上访等政治参与行为，从而导致其产生较低的获得
感（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９；高勇，２０１３）。由此提出：

假设２：公众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会降低其获得感。
除此之外，公众的意愿和公众的行为间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环境保

护（陈绍军，２０１５）和社会生育等领域（宋健＆阿里木，２０２１）的研究便发
现，两者可能存在较大偏差。政治参与领域的研究同样指出，参与行为与参与
意愿间存在悖离现象。譬如，大量的实证文献发现，部分未曾参与投票的受访
者却谎报其政治参与行为，即公众表达的投票意愿与他们实际参与的投票行为
间截然不同（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 Ｋａｔｏｓｈ，１９７９）。白苏珊（Ｓｕｓａｎ
Ｗｈｉｔｉｎｇ）和马啸基于中国３个省份１８９７名农村居民受访者的调查数据研究后指
出，相比实际中遭遇土地纠纷的居民，那些在虚拟情景中被问及土地纠纷的居
民有更高的比例会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Ｗｈｉｔｉｎｇ ＆ Ｍａ，２０２１）。换言之，
相比公众的参与意愿，公众的实际参与行为要低得多，两者并不可等而视之。
那么，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是否也会不一样？如果不
一样，两者对获得感的影响具体有何区别？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尚未能在实证
层面达成定论。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区分为参与行为和参与意
愿，由此提出以下两组关于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参与意愿对于获得感影响方向
及程度的假设：

假设３：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方向不同。
假设４：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程度不同。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变量操作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ＣＳＳ）。ＣＳＳ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２００５年发起的一
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旨在获取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
据资料。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点覆盖了全国３１个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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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直辖市（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包括了１５１个区／市／县，６０４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７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余个家
庭，目前已经公开可获取的最新数据为ＣＳＳ２０１９ （李培林等，２０１９）。本文根据
研究的需要，选取ＣＳＳ调查的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３期混合截面数据，全部数据
量为３０６６９，具体的模型分析将从中选择变量进行操作，在模型具体分析前将对
相关缺失值进行剔除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操作
１ ． 因变量：获得感
“获得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２０１５年之后才逐渐为学界关注并

在学理层面进行研究，现有的实证研究尚未能对此概念形成较为公允的测量
（谭旭运等，２０２０）。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获得感”进一步细分
为“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展开
对获得感的分析（曹现强、李烁，２０１７；李鹏、柏维春，２０１９，文宏、刘志鹏，
２０１８）。

第一，经济获得感。
事实上，经济获得感包含的内容也十分宽泛，参考既有的研究，本文将从

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这三个方面对经济状况的评估进行测量。
上述维度依次对应如下ＣＳＳ问卷问题：“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发展
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其选项从“很好”到“很不好”，赋值分别为“１ ～
４”；“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财富及收入分配）”，
其选项从“非常不公平”到“非常公平”，赋值分别为“１ ～ ４”；“您的家庭经
济状况”，其选项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赋值分别为“１ ～ １０”。为
统一概念的内在逻辑，对问题１的赋值进行倒置。最后，三道题分数加总后构
成经济获得感。

第二，政治获得感。
本文将从打击腐败、及时回应公民以及保障公民权利这三个方面来衡量政

治获得感，对应如下ＣＳＳ问卷中的问题：“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具体的子题目依次为“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的
诉求”“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上述问题的选项均为从“很好”到“很不好”
四个等级，赋值分别为“１ ～ ４”。为便利模型分析结果的解读，分别对每道题目
的赋值进行倒置。最后，三道题分数加总后构成政治获得感。

第三，民生获得感。
本文对“民生获得感”的测量将从社会保障、维护治安以及提供就业等方

面着手，对应如下ＣＳＳ问卷中的问题：“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具
体的子题目依次为“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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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加就业机会”。上述三道题目的选项均为从“很好”到“很不好”四
个等级，赋值分别为“１ ～ ４”。为方便模型分析结果的解读，分别对每道题目的
赋值进行倒置。最后，将三道问题分数加总构成民生获得感。
２ ． 自变量：政治参与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政治参与的测量将分别从参与行为

与参与意愿这两个维度进行界定。此外，本文还将根据公众参与的类型，将政
治参与区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两种情形（见表１）。

就政治参与行为而言，ＣＳＳ问卷中询问受访者“最近２年，您是否参加过下
列事情”：问题１ “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问题２
“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以及问题３ “参加村（居）委会选举”。其中，问题１
是公众在网络等线上参与反馈问题，本文将之进一步界定为“网络参与行
为”①；问题２是公众在线下向政府反馈问题，本文将之界定为“线下参与行
为”；而问题３反映的是公众参与基层民主选举，本文将其界定为“基层选举参
与行为”。凡是参与上述行为者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前两者属于体制外参与，
而基层选举属于体制内参与。

表１　 政治参与的测量分类
体制外参与 体制内参与

行为 网络参与行为 线下参与行为 基层选举参与行为
意愿 网络参与意愿 线下参与意愿 基层选举参与意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就政治参与意愿而言，ＣＳＳ问卷针对公众未发生上述政治参与行为的任意一
种情况，将进一步询问公众参与的意愿。对应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参与过，您
是否愿意参与”：问题１ “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
问题２ “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问题３ “参加村（居）委会选举”。本文将其
分别界定为“网络参与意愿”“线下参与意愿”和“基层选举参与意愿”。上述
三道题凡是愿意参与，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前两者属于体制外参与，后者属于
体制内参与。
３ ． 控制变量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在借鉴政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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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审专家指出，某些形式的网络参与也属于体制内参与的范畴，本文认同此主张。
不过，既有研究大都发现互联网主要对体制外政治参与起到一种助燃作用，互联网本身便是
一种非制度化参与途径。同时，考虑到本文对网络参与测量的内容，“公众通过网络等线上
方式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类似于公众在互联网上信访，因此
将其界定为一种体制外的政治参与。



任（郑振清等，２０１３）等有关公众政治心理研究的基础上，在实证分析部分将
进一步加入相关的控制变量，并对相关变量的赋值进行重新处理。控制变量包
含以下变量：（１）性别，女性＝ ０，男性＝ １；（２）年龄，即受访者在调查年份
的周岁数；（３）民族，少数民族＝ ０，汉族＝ １；（４）政治面貌，非共产党员＝
０，共产党员＝ １；（５）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１，小学程度＝ ２，初中程度＝
３，高中程度＝ ４，专科及以上＝ ５；（６）个人收入，本文对收入重新进行处理，
根据美国知名统计学家威廉·科伦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 Ｃｏｃｈｒａｎ，１９６８）的研究建议，
采用“粗分法”，将收入分成５等分；（７）婚姻状况，其他＝ ０，已婚＝ １；（８）
户籍，非农业户口＝ ０，农业户口＝ １；（９）宗教信仰，无信仰＝ ０，有信仰＝ １；
（１０）城乡地区，乡村＝ ０，城镇＝ １；（１１）调查年份；（１２）所在省份。所有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２。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获得感
经济获得感 （经济发展） ２８ ３５０ ２ ７２ ０ ７９ １ ４

（收入分配公平） ２８ ０３７ ２ ４８ ０ ８１ １ ４

（家庭经济状况） ３０ ５２８ ５ ４２ ２ ３６ １ １０

政治获得感 （打击腐败） ２６ ７６７ ２ ７０ ０ ８５ １ ４

（及时回应公众） ２７ ２５６ ２ ６３ ０ ８３ １ ４

（保障政治权利） ２７ ６０４ ２ ８３ ０ ７３ １ ４

民生获得感 （社会保障） ２８ ８２２ ２ ８２ ０ ７２ １ ４

（维护治安） ２９ ３３６ ２ ９９ ０ ７２ １ ４

（提供就业） ２７ １９６ ２ ６８ ０ ７９ １ ４

自变量：政治参与
网络参与行为 ３０ ６２６ ０ ０３ ０ １６ ０ １

网络参与意愿 ２８ ６５４ ０ ４０ ０ ４９ ０ １

线下参与行为 ３０ ６２３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１

线下参与意愿 ２７ ４５０ ０ ４５ ０ ５０ ０ １

基层选举行为 ２９ ０３１ ０ ７０ １ １４ ０ １

基层选举意愿 １９ ０６３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０ １

控制变量
男性 ３０ ６６９ ０ ４４ ０ ５０ ０ １

年龄 ３０ ６６６ ４６ ５８ １４ ０４ １８ ７０

汉族 ３０ ６６９ ０ ９２ ０ ２７ ０ １

共产党员 ３０ ６０７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３０ ６２０ ２ ０４ １ ２１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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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人收入 ２６ ５５８ ２ ８９ １ ４７ １ ５

已婚 ３０ ６６９ ０ ８２ ０ ３８ ０ １

农业户口 ３０ ６６６ ０ ３２ ０ ４７ ０ １

有宗教信仰 ３０ ６６９ ０ １４ ０ ３４ ０ １

城镇地区 ３０ ６６９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０ １

资料来源：根据ＣＳＳ数据作者自制。

四、实证分析结果

以下分析部分将分别以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作为被解释
变量，在考虑调查年份和省份层次的随机效应下，分别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
型估计并检验政治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另外，为了比较跨模型间各个解释变
量回归系数的大小，所有非二元变量、定类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减去变量
的均值后，除上两倍该变量的标准差（Ｇｅｌｍａｎ，２００８）。① 图１、图２和图３分别
呈现了政治参与对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②

（一）政治参与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体制内－体制外”和“行为－意愿”这两重维度

对政治参与进行细分，并分别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放入对经济获得感的模型分析
中，图１汇报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经济获得感的回归作用结果。

图１中模型１呈现的是公众网络参与行为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模型中除核
心解释变量外，还同时加入了性别、年龄等其他控制变量，为了避免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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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Ｇｅｌｍａｎ （２００８）的研究建议，采用此种标准化处理变量后，回归模型中无论是
二元变量或者是连续型变量的系数均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甚至可以跨模型比较。且由于标准
化后的变量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０ ５，所以回归后的系数值的分布主要介于± ０ ５之间。

模型１至模型１８同时汇报了回归使用的样本量和Ｒ２。由于模型１至模型１８使用的
是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因此Ｒ２ 的计算采用的是模型预测因变量的方差（ｖａｒ （ｙ^））占模型估
计的数据方差（包含ｖａｒ（ｙ^）和残差的方差ｖａｒ （ε^））比： ｖａｒ（ｙ^）

ｖａｒ （ｙ^） ＋ ｖａｒ（ε^）
。例如，模型１

的Ｒ２ 值为０ ０９，表示模型１可以解释数据中大约１０％的方差。由于文中使用的因变量严格
来说并非连续型变量（是超过五类以上的定距变量），因此模型１至模型１８的Ｒ２ 值虽然不算
高，但不能因此判定模型的拟合优度低。模型中关键的几个政治参与变量回归系数数值相较
其他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其数值较大，说明它们在解释获得感因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

（续上表）



和省份层次对于获得感存在异质效应，模型加入了对时间和省份层次的随机效
应的估计。网络参与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６，且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的统计显
著性，由此说明网络参与行为对经济获得感存在负向影响，即相比未存在网络
参与行为的群体，平均来说，那些存在网络参与行为的公众的经济获得感更低。
图１模型２呈现了公众网络参与意愿对经济获得感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网
络参与意愿的作用系数为－ ０ ０４，且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
相比不具备网络参与意愿的群体，平均来说，具备网络参与意愿的群体的经济
获得感较低。

模型３和模型４分别呈现了公众线下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对经济获得感的影
响。公众线下参与行为与线下参与意愿的作用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２和－ ０ ０３，都具
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说明相比不进行线下参与行为或没有线下参与意愿
的群体，平均来说，进行线下参与或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的经济获得感较低。

图１　 政治参与对经济获得感的多层次回归估计结果
注：图中实心点和空心点分别代表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横线则代表该

估计值的９５％信用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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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５和模型６呈现了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对经济获得感的回归结果。根据模
型结果，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作用系数为０ ０３，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
性，由此表明基层选举行为对经济获得感存在正向影响，即参与过基层选举的
公众比未曾参与过基层选举公众的经济获得感要高。模型６进一步呈现了公众
基层选举意愿对经济获得感的作用结果，其作用系数为０ ０１，回归系数的方向
仍为正，由此说明公众基层选举的参与意愿对经济获得感产生促进作用，但这
个影响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二）政治参与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
图２模型７至模型１２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

结果。其中模型７汇报了网络参与行为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结果。网络参与行
为对政治获得感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８，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

图２　 政治参与对政治获得感的多层次回归估计结果
注：图中实心点和空心点分别代表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横线则代表该

估计值的９５％信用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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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网络参与行为与政治获得感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相比未曾经历过网络参
与行为的公众，平均来说，有过网络参与行为的公众其政治获得感水平更低。
模型８则汇报了网络参与意愿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网络参与意愿的
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６，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说明相比不具备网络参与
意愿的公众，平均来说，有网络参与意愿的公众其政治获得感水平更低。

模型９呈现了线下参与行为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线下参与行为的
作用系数为－ ０ １９，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而模型１０则呈现了线下参
与意愿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其作用系数为－ ０ ０３，具有９５％水平以
上统计显著性。模型９和１０说明相比不进行线下参与行为或没有线下参与意愿
的群体，平均来说，进行线下参与或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的政治获得感较低。

模型１１和模型１２呈现了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对政治获得感的回归结果。根据
模型结果，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作用系数为０ ０５，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
性，由此表明基层选举行为对政治获得感存在正向影响，即参与过基层选举的
公众比未曾参与过基层选举公众的政治获得感要高。模型１２进一步呈现了公众
基层选举意愿对政治获得感的作用结果，其作用系数为０ ０４，具有９５％水平以
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公众基层选举的参与意愿对政治获得感产生促进作用。

（三）政治参与对民生获得感的影响
图３中，模型１３至模型１８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民生获得感的模型

估计结果。模型１３中，网络参与行为对民生获得感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３，具有
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表明网络参与行为与民生获得感之间负相关。模型
１４中网络参与意愿对民生获得感的作用系数为－ ０ ０４，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
显著性，表明网络参与意愿与民生获得感之间显著负相关。

模型１５和模型１６呈现了线下参与对民生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公众线下
参与行为与线下参与意愿的作用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３和－ ０ ０２，具有９５％水平以
上统计显著性，说明相比不进行线下参与行为或没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平
均来说，进行线下参与或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的民生获得感较低。

模型１７和模型１８呈现了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对民生获得感的回归结果。根据
模型结果，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作用系数为０ ０５，具有９５％水平以上统计显著
性，由此表明基层选举行为对民生获得感存在正向影响，即参与过基层选举的
公众比未曾参与过基层选举公众的民生获得感要高。模型１８进一步呈现了公
众基层选举意愿对民生获得感的作用结果，其作用系数为０ ０４，具有９５％水
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公众基层选举的参与意愿对民生获得感产生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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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政治参与对民生获得感的多层次回归估计结果
注：图中实心点和空心点分别代表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横线则代表该

估计值的９５％信用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和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在现实中更加彰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平，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在
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之路；同时，也为广大后发国
家的现代化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贡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因此，在社会
主义新时代，提升公众的获得感成为党和国家回应时代需要，以及更好地贯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采取的重大举措。

那么，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和生成逻辑是什么？如何理解公众获得感的差异？
本文紧扣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命题，对获得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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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既往研究的分析主要着眼于结果性因素，本研究尝试从过程性和官民互动
的向度入手———通过政治参与揭示公众获得感的差异，丰富了获得感影响因素
和生成机制的研究，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政
治参与的具体效果虽尚存分歧，但其学理价值已为学界普遍承认。政治参与在
中国的实践领域也备受重视，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
之一。那么，公众的政治参与对获得感有何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９年的３期混合截面数据，探索了政治参与和公众获得感之间的复
杂关系。在具体的研究中，文章将政治参与依据不同的维度区分为体制内参与
和体制外参与、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同时将获得感进一步区分为经济获得感、
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基层选举等体制内政治参与对
公众获得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体制内参与水平
的提升均显著提升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而体制外政治参
与对获得感产生负向影响，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众体制外参与程度
的增加将导致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均显著降低。同时，不
论是体制外参与还是体制内参与，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方向具
有一致性，仅在作用程度上存在差别；相对而言，参与行为对获得感的作用程
度远大于参与意愿。概括来说，政治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呈现出“内外差别”
的特征。可能的原因在于，那些本身就认同体制、对政治权威更依恋的中国公
众更可能进行选举投票等体制内的政治参与（Ｃｈｅｎ ＆ Ｚｈｏｎｇ，２００２；Ｔ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相反，那些原本处于不利地位、对社会不满或受到不公对待，以及具有
更强烈批判精神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外的政治参与（高勇，２０１３）。因此，
体制内的参与和体制外的参与对获得感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

首先，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对公众获得感有关问题的既有文献提供了有益
的补充。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对获得感影响因素的思考更关注过程性、机会性
因素，而非结果性因素；且注重公众与政府间双向互动的维度，而非从政府施
政效果的单一维度分析。因此，本文首次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分析公众的获得
感，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本研究的发现无疑为解析中国
公众获得感的差异、丰富对获得感生成机制的认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次，
本文在经验层面进一步揭示出物质获得以外的机会性因素对获得感生成的作用
逻辑，丰富了对获得感既有研究的相关解释。不仅如此，研究发现还有助于为
提升公众的获得感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其意涵在于：第一，相比政府绩效这
些实实在在的“物质性因素”，公众因为机会性因素即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也会影
响获得感。这启示政府在切实采取措施提升公众获得感时，还应将过程性因素
和机会公平作为提升获得感的工作指向。第二，体制外参与对获得感存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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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未来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众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和途
径，减少公众寻求体制外的手段去表达心声的意愿和行为。此外，鉴于参与行
为对获得感的作用程度更大，未来还应充分保障公众在体制内的政治参与行为
的实现，多种方式并举以便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制度化平台。通过积极引导
公众的体制内参与，使其获得感不断增强。随着公众的获得感水平越来越高，
党和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更大程度上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研究中采用了多期混合截面
数据，然而这些调查并非追踪调查，相关分析仅在群体层面的推论上具有实际
意义。其次，对政治参与的类型区分，我们仅仅考虑了政治参与发生的形式，
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具体内容尚无法获知，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结论的精
度，在具备高质量数据的情况下可对此情况详加考察。最后，文章尽管给出了
相对合理的解释，不过对政治参与和获得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的讨论仍不够
充分，特别是不同政治参与类型对获得感影响差别的更深层次机制仍不甚清晰，
这无疑也是未来深入研究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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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有别”：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


